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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管理：多元福利背景下的服务整合与发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邓锁 （100871） 

 

内容摘要：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个案管理在西方许多国家的社会服务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从西方多元化福利变迁的背景出发，本文回顾了个案管理兴起和发展的

历史过程及其实践中的多元面向。同时，结合中国的社会福利环境，本文也探讨了个案管理

在当前中国社会服务发送体系中的应用可能性及其与本土制度环境之间的互构关系，论文最

后简要讨论了个案管理发展的政策与专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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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以来的社会发展和变迁对社会福利和服务的发送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往单一部

门内行政化的福利分配及发送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日益多元化和个体化的服务需求，社会服务

领域内的组织合作、资源整合以及服务方法的革新成为近年来社会政策及社会工作研究者十

分关注的问题。作为社会政策实施的重要承担者，社会工作者致力于连接政策项目与案主的

具体需求，充分地参与到政策、组织及个体等不同系统层面上的服务发送实践中，整合的社

会工作模式被认为是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Agranoff & Pattakos, 1979）。在西方社

会服务和社会工作实践中，个案管理是整合社会工作模式的主要体现，它通过一系列的服务

发送环节如需求评定、服务计划与安排、服务监测、服务评估等，着重于连接和整合服务系

统内的各种资源来满足案主的各种服务需求（Austin, 1993; Weil et al., 1985）。社会工作者在

个案管理过程中同时发挥着管理者、协调者、干预者、倡导者、评估者等多重角色和功能，

以促进社会服务发送的效果和效率（Weil et al., 1985）。从 1970 年代开始，个案管理在诸如

老年照顾、精神健康、残疾人康复、医疗救助、儿童福利等几乎所有的社会服务领域和服务

组织中都获得广泛应用。个案管理也因此被视为社会工作实践的核心技术以及服务整合的核

心策略（O'Connor, 1988）。 

随着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快速发展，个案管理在近年来引起国内社会工作研究者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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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在社区照顾及社区矫正等领域的应用获得一定的讨论（仝利民, 2005；周湘斌, 2006）。

但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对个案管理的内涵、历史发展及实践意义等缺乏较为系统的评述；

现有对个案管理的介绍较多地停留在方法本身，缺乏对其内在运行机制以及制度约束等的更

深入探讨。从西方个案管理的历史发展来看，个案管理不仅仅是一种服务方法的创新，也是

一种适应福利转型及公共组织变革的机制创新，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背景对个案

管理的兴起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样，个案管理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也必须考虑到社会转型期

制度环境的约束性或激励性等特点。包括个案管理与目前的社会福利体制是否契合、它的实

践方式的特殊性以及背后所体现的专业化和本土化争论等等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去讨论。

鉴于此，本文从社会福利发展的宏观背景出发，试图较为系统地介绍社会工作实践中个案管

理的兴起与发展过程及其多元化的实践取向。同时，结合中国社会政策和福利体制的转型，

本文也尝试探讨个案管理在中国社会服务实践中的应用可能。 

 

二、 个案管理的兴起与发展 

多数研究者认为，个案管理是从 1970 年代在美国社会服务领域中首先获得采用，并从

1980 年代以后扩展到欧洲、澳大利亚等其它地区和国家（Gursansky et al., 2003; Rose, 1992）

1。个案管理的起源和发展一方面体现了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的多元化社会福利的制度传统

及变革方向；另一方面也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及实践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它经历了从个体化

的慈善实践到组织化、制度化安排的演变历程。 

（一） 个案管理的早期实践 

最早的个案管理实践可以追溯到 1863 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成立第一个州立慈善理事会，

试图以此协调公共服务以及节省用于对贫困者和病人的公共开支（Weil et al., 1985）。随后

的睦邻安置社运动则是第一次在社会工作实践中运用较为初略但有效的个案管理式方法。睦

邻安置社采用了许多保存服务对象和相关问题记录的方法，比如索引卡片、培训小组等等，

目的在于较为全面地了解所服务社区和移民的各种问题（Weil et al., 1985）。19 世纪后期开

始建立的慈善组织协会则侧重于各种慈善机构之间的连接与合作，通过采用保存服务记录以

及交叉监测等方法以避免不同组织的重复性服务发送，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利用慈善资源，

                                                        
1个案管理在英国等欧洲国家被称为照顾管理（care management），侧重于社区照顾等的服务实践(Sheppard, 
1995)�。由于个案管理在美国产生且得到最为广泛的应用，本文的论述主要基于个案管理在美国的发展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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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传统 1920 年代以后许多地区兴起的综合社区服务机构的实践中得到继承（Weil et al., 

1985）。而作为社会工作的奠基人之一，芮蒙德可以说开创了案主取向的个案管理实践。1901

年，芮蒙德在一个慈善会议上强调了机构和慈善工作者协同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她还总结

了不同层面服务力量在个案合作的模式，对个案管理的早期概念化做出了贡献（Dill, 2001; 

Weil et al., 1985）。芮蒙德的观念和理论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方向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以

心理诊断等的个案社会工作在 20 世纪早期伴随社会工作的发展而日益得到推广。个案管理

的实践更多地侧重于与心理学家、精神健康学家等的合作，通过案主会议、综合评估等方法

来较为系统地收集个案信息以及发送服务（Gursansky et al., 2003; Weil et al., 1985）。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早期个案管理实践是在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下的一种自发的协调

和整合服务资源的努力，但这种实践仍然是非正式的，更多地作为其它服务的一部分而非单

独的服务体系，也较少受到广泛的关注（Dill, 2001）。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个案管理实践

已经初步体现出宏观和微观两种取向差异，并对后来个案管理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一方面，

受到个人主义哲学、心理学、尤其是芮蒙德的社会诊断的取向影响，早期许多个案管理实践

偏向于案主个体本身，侧重于与案主及其家庭相关的服务。而另一方面，在慈善组织运动中，

服务发送的中心在于协调不同组织的慈善资源，社会工作者充当资源“守门人”的角色。20

世纪中期后，伴随着大量政府福利项目的出台，社会工作者的这一角色变得尤其重要。 

（二） 新联邦主义与个案管理的兴起 

二战以后，西方政府干预主义兴起，许多国家相继出台了诸多与社会政策相关的福利项

目，如美国从 1960 年代初期推出“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开战”的国家福利计划，大量的

福利服务资金和专门化的服务项目由联邦政府负责发放、推动及实施。然而，初期的福利服

务发送过程产生了许多问题。由于政府大多数项目通过类别划分为基础来运作，项目的管理

和运行隶属于特定的联邦及州政府组织体系，但它们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和整合（Dill, 

2001）。而与此相对的是，服务对象的需求常常是多元化的。比如医疗问题可能涉及到贫困、

失业、教育、社会救助、种族以及家庭冲突等多方面的问题，较独立的服务发送和项目运作

体系无法满足现实中复杂的福利和服务需要（Agranoff, 1991）。此外，分散化以及主要依赖

于机构化的服务发送体系还导致服务成本无法得到控制，福利资源浪费严重，1970 年代后

的石油危机更加剧了政府财政的负担，社会服务的发送体系迫切需要变革和创新。 

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多元福利观念从 1970 年代中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受到保守福利

观的影响，政府福利项目的运行被要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政府以外的社区、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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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组织以及家庭和个人需要在福利服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多元化的福利思想主要体现在以

“新联邦主义”为特点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其中突出表现在分权化的福利拨款政策（block 

grants），即财政拨款不再直接面向专门化的服务提供者，而是面向各个州及地方政府，地方

政府根据服务需求的状况分配资金和其它福利资源（Dill, 2001:13）。个案管理在“新联邦主

义”政策实践中被当作是促进地方社会服务整合和控制福利成本的重要策略，得到政府及社

会服务工作者的共同推动。首先，政府通过立法和政策制定将个案管理纳入到各种社会政策

法案中，作为强制性的服务发送机制。1970 年，个案管理首次被列入“发展能力障碍法案”

（P.L. 91-517）中作为其服务发送的核心组成部分。随后，个案管理又陆续被纳入到社区老

年人照顾、残疾儿童照顾、社区支持及医疗补助等许多社会福利法案和项目中（Austin, 1993; 

Dill, 2001），极大程度地促进了个案管理的应用。其次，在“新联邦主义”背景下，“去机

构化”的服务发送方式得到积极推动，个案管理作为整合社区正式资源与非正式资源的主要

机制而得到广泛采纳。如在精神健康和老年人长期照顾领域，出于降低医疗成本的需要，病

人的住院时间大大缩短，护理和照顾转向病人所在社区及家庭环境，而个案管理服务可以跨

域不同的服务领域，保证服务发送的整合性和持续性（O'Connor, 1988; Rothman, 1991）。个

案管理也越来越成为社会服务发送体系中的一个必要构成（Lourie, 1978）。 

（三） 公共管理变革与个案管理的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公共行政变革或“新公共管理运动”也深刻影响到个案管理的发

展及其实践模式。在社会福利领域，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为社会福利的管理和发送提供了

新的机制，社会服务的私有化、竞争及效率越来越被强调。由于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

大量的社会福利和服务通过购买合同让渡给非营利组织、企业或社区等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行

动者，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提供资金和评估服务。在这一背景下，个案管理不仅承担“整

合服务”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发挥“管理”的功能（Dill, 2001; Wolk et al., 1994），服务的

“成本-效能”成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伴随着公共管理变革，社会服务领域内的新的组织类型和运行方式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个案管理服务的资金来源以及服务提供者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如在医疗服务领域，“管理照

顾”（managed care）的兴起改变了医疗服务人员的偿付机制，从以往的病人服务收费

（fee-for-service）转变为第三方保险公司根据病人数量提前拨付（prepayment）、签订服务

合约，而服务提供人员则被要求通过个案管理合理运用资源、控制成本（Dill, 2001:15; 

Woodside & McClam, 1998）。另外，私有化的服务提供者也大量出现。多数服务机构是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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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者来运行的，但传统的商业化公司也可能参与到社会服务发送中，提供包括精神残疾、

药物滥用、抑郁、老年人照顾、就业等服务（Dill, 2001:17）。在这里，个案管理的目标和运

作更多依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来进行，依据“成本-收益”的原则来实现案主个体化需求的满

足。 

管理技术的创新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个案管理实践的发展。如信息技术等在管理上的运

用使个案管理工作者在案主信息记录、服务跟踪监测以及转介等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

率。在管理主义的要求下，个案管理实践突破了传统的工作范畴，除了直接提供案主的社会

服务，很多个案管理工作涉及到行政、财务或人力资源等层面的内容，管理主义和专业自治

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地引起讨论（Gursansky et al., 2003; Weil, 1985）。 

 

三、 个案管理的多元面向 

个案管理在实践过程中常常涉及到各种不同的目标人群、服务领域、组织环境或专业，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概念、内涵及实践标准呈现出模糊性。如在个案管理的概念界定上，

有的学者强调以案主为中心的服务发送过程（Weil et al., 1985）；有的学者强调其连接和整

合服务发送网络的功能（Rothman, 1991）；有的学者则强调其记录信息、服务管理以及评估

的技术等等（White, 1987）。总的来说，个案管理在内涵和实践方式上大致呈现出以下不同

取向之间的差异。 

（一） 系统取向与案主取向 

系统取向和案主取向之间的张力在个案管理的概念界定和实践过程中是最为突出的，它

也反映了与其相关的社会工作等专业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宏观和微观视角上的对立。 

对于系统取向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个案管理应当主要被看作一个连接和协调服务发

送体系中的各种分散要素的机制。其主要功能包括整合服务和促进服务的连续性，前者体现

在跨部门和服务领域的合作；后者体现在应对服务需求的变化提供持续性的协助（Rothman, 

1991）。在系统取向看来，个案管理的核心功能是服务整合，而案主的治疗或倡导等较为个

体化的服务应当包含于个案管理的系统化过程（Weil et al., 1985），组织连接、行政管理、

服务规划、服务监督和评估等内容在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系统取向的个案管理目的在于控

制，通过协作、管理等控制手段降低不必要的资源重复（Moxley, 1997）。然而，与其相对

的是，案主取向的个案管理更加重视在案主层面而非系统层面的服务干预，在个案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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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重视与案主较为密切、直接的接触和互动，了解案主的个人、家庭等环境因素，并制

定相应的干预计划。案主的问题解决、倡导以及增权被放在工作的首位，组织合作和福利资

源的运用主要是为了满足案主个体化和多元化的需求（Austin, 1993; Greene, 1992）。案主取

向的个案管理基于支持，案主也是消费者，支持和满足案主的需求是服务发送的主要驱动力

（Moxley, 1997）。 

在实际个案管理实践中，许多研究发现，工作者更偏重于案主层面的任务和责任，而忽

略其在系统层面的角色（Austin, 1993）。不过，这也与工作者缺乏足够的权威、资源和影响

力来改变既存的制度和组织安排有关系，他们在系统层面上的功能发挥常常受到外部环境的

诸多限制（Austin, 1993; Weil, 1985）。而更多的研究指出，系统和案主两个层面实际上是相

互促进和影响的关系，个案管理应当被看作是一个以系统取向和案主取向为两端的连续谱，

根据个案管理实践的目标人群、组织情境以及制度环境的不同，其对系统或案主的强调程度

也会有所不同（Austin, 1993）。如精神健康的服务中，案主的照顾、治疗等个体层面的需求

常常更加突出，而在社区老年人照顾中，组织化的资源整合以及服务持续性则被放在更重要

地位（Gursansky et al., 2003; Moore, 1990）。  

（二） 服务效果与服务的成本-效率 

个案管理实践中还常常存在着服务效果和服务的成本-效率之间的矛盾。对服务效果的强

调首先来自于社会服务发送和实践的特殊性。社会服务技术是关于“人的服务”（human 

processing）过程，与其他科学技术不同，它致力于通过特定的服务方式运用改变人的生理、

心理、社会或者文化特性，使之从一种给定的地位属性转变成另一种新的地位属性

（Hasenfeld, 1983）。跟一般技术所强调的效率相比，人类服务技术更多强调的是效果问题，

“利他”是服务技术的一个核心，如研究者指出，社会工作技术可以看作是一种利他主义的

理性行为（王思斌, 1998）。此外，服务效果的重要性也与 20 世纪中期以后开始兴起的消费

主义和权利运动有密切关系（Weil et al., 1985）。受此影响，服务对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被

动的福利接受者，而开始积极参与到福利服务发送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及评估

服务。在个案管理实践中，对服务效果的强调体现在通过特定的需求评估、服务计划以及服

务监测等方法来实现服务发送的目标，服务的连续性以及案主需求的满足是重要的评价指

标。然而，随着公共服务领域的管理变革，服务效率越来越成为个案管理实践中的关键问题。

由于政府采购成为公共服务发送的主要运行机制，各种类型的服务组织为了获得拨款的竞争

优势，必须要同时控制服务成本和增加服务产出，重视服务的成本-效率（Gursansky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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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在具体的实践方式上，对服务成本-效率的强调要求个案管理工作者遵循管理主义的

准则，如设立标准化的服务过程及评估指标、“筛选”符合效率要求的案主以及削减不具有

成本-效率性的服务类别等。 

服务效果和服务成本-效率的对立反映出个案管理实践所受到专业和组织环境的双重束

缚，这是多元化福利体制下个案管理工作者不可避免的问题，只不过在不同的服务领域两者

之间的关系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而许多研究者也认为，在个案管理的服务实践中应当同

时考虑到效果和成本-效率这两个方面（Moxley, 1997; Weil et al., 1985）。 

（三） 专业取向与综合取向 

 个案管理实践中的另一个常见的矛盾是专业取向还是综合取向，它与个案管理应当实现

的专业化程度问题相关，其中既包括知识层面的专业化，也包括个案管理工作者的专业化。 

坚持专业取向的研究者认为，个案管理实践应当基于特定的专业理论、方法以及伦理准

则，具有比较核心的技术特征和专业化的工作程序。其中社会工作专业与个案管理被认为具

有最为密切的关系，个案管理的实践与社会工作一直坚持的“人在环境中”

（person-in-environment）的系统模式和生态模式具有一致性，被认为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Leukefeld, 1990）。在美国社会工作实践中，个案管理也是社会工作者进

入最多且从业最广泛的服务领域（Gursansky et al., 2003; Moore, 1990）。美国社会工作者协

会专门发布了社会工作个案管理标准，对个案管理员的角色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包括了

个案管理实施和评价的标准（Moore, 1990）。不过，随着管理照顾（managed care）的推行，

护理、心理学、精神病学等专业服务领域也大量地推广和运用个案管理方法，不同的专业协

会也相应地发布各自的个案管理指导原则，许多研究者由此倡导多学科和专业在个案管理上

的综合运用，在实际服务发送过程则推广多元化的个案管理模式，如家庭中心模式，优势视

角模式，整合模式，临床治疗模式，团队模式，社区中心模式，支持照顾模式，志愿者模式

等等（Brun & Rapp, 2001; Fiene & Taylor, 1991; Weil et al., 1985）。服务提供者可能包括了医

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员或者行政、服务协调或志愿者等泛专业或非专

业的人员等等（Netting, 1992）。 

尽管个案管理越来越表现出多元化和综合化的趋势，许多研究者也指出，它仍然具有某

些核心的特点和工作程序（Austin, 2002; Moxley, 1997）。但在很多情况下，个案管理的专业

化程度实际上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服务领域而有不同的要求，如社区精神健康照顾便常常

需要更多具有专业训练的个案管理员（Kanter, 1987）。不同的服务层级对专业化的要求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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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如有研究者指出，个案管理的工作者包括了五个层级，分别是个案协助员/志愿者、社

会服务工作者、个案工作员、督导员以及行政管理员，每个层级的相应专业技能要求都不相

同（O'Connor, 1988）。 

 

四、 中国社会福利的制度环境与个案管理 

（一） 服务发送体系的变迁与个案管理的功能 

 个案管理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整合服务来满足社会成员的福利及服务需求，如果从功能视

角出发可以发现，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服务发送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个案管理的

实践形态，它主要表现在计划体制传统下对社会服务的行政化连接、整合与发送体系，这种

形态在改革以前表现的尤为明显。例如，单位体制便是一种通过单位来整合社会服务的组织

形态，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各种社会服务以单位成员身份为基础来提供或分配。农村

社会的各种社会福利服务与城市相比相对缺乏，但合作医疗、民政救助等福利服务的发送建

立在集体经济的管理体制之上，对相关福利和服务的整合起到积极的作用。不过，总的来说，

计划体制传统下的社会服务发送模式基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社会服务和保障更多地带有

社会控制的政治性功能而非服务功能。具体的工作方法乃是行政化和半专业化的（王思斌， 

2001），这种方法在某些服务领域、服务对象上比较有效，但它较少考虑到案主层面的个体

化和多元化的需求，服务的专业性、整合性和持续性都存在许多问题，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化

与专业化的个案管理相比存在很大差异。 

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传统的社会服务发送体系受到冲击，福利服务资源的

获得、运用以及连接方式都相应地发生变化，服务资源和发送体系的分化、分散成为一个突

出的问题。首先，城市单位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过程中逐渐趋于解体，以往以单位

为整合基础的社会福利服务过渡到社区或更大的社会范围。而与人口流动及日益增长的多样

化需求相比较，社区为主的福利和服务资源整合还存在较大差距。其次，从集体经济到家庭

经济的转型使农村的集体社会保障功能大大减弱，大量的农村居民或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

口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服务。第三，社会福利和服务的发送在总体上受制于政府部门之间

的体制分割，虽然部门之内的行政动员能力较强，但部门之间的合作则受到体制差异、利益

冲突以及人员编制等限制无法深入，对服务发送的整合构成了很大的阻碍。此外，民间组织

也在过去一段时期得到快速发展，许多民间组织介入到社会服务发送中，成为政府服务的有

益补充。然而，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信任、合作仍有待增强，各个非营利组织之间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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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立起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而在具体的服务发送层面，许多社会服务工作者缺乏必要的

培训和整合运用资源的能力，行政化的服务发送模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更多地强调自上而

下的行政管理而非自下而上的个体化服务满足。近年来，社会工作在国内获得了快速发展，

为社会服务工作者的专业化能力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持，但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受到体制约束、

组织环境及专业训练不足等的影响，在运用社会福利资源的方法和能力方面存在一定的局

限。 

个案管理致力于通过专业化的服务方法，整合多元福利体系中的可用资源，发展出较为

系统的服务发送与案主干预计划，以满足案主持续性、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对于解决目前中

国社会服务发送所面临的问题应该说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具体表现在网络、服务与技术

几个层面。在网络层面，个案管理可以建立不同服务组织或部门之间具有常规化的连接关系，

发展出有效的服务转介网络，协调服务网络中的可用资源，以及整合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支

持系统等。在服务层面，个案管理可以促进案主与可用服务资源之间的连接，为案主提供充

分且多样化的服务信息及选择，增进案主的决策能力。同时，个案管理还可以监督服务的有

效性、追踪服务的发送过程。在技术层面，个案管理已经发展出许多比较有效的服务方法或

技能，如信息的保存和记录、服务监测和评估、服务转介、案主培训、咨询和治疗等。个案

管理的技术也包括从案主识别、案主选择、需求和风险评估、照顾/干预计划、照顾/干预实

施再到服务监测和服务再评估的服务程序等（Austin, 2002; Gursansky et al., 2003）。中国改

革以来的福利变迁基本上是朝着福利多元化的方向，它导致计划体制下的服务整合机制不再

有效，以及福利体系和服务资源的分化，而个案管理在网络、服务和技术三个层面上的实践

模式有助于弥合多元福利变迁下的这种福利分化状态。当然，个案管理西方国家的实践中也

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比如过分强调管理主义导致服务价值的损害、个案管理效果评估的模糊

性以及如何提高个案工作者的价值投入及专业技能等等（Dill, 2001; Moxley, 1997）。一些研

究者也指出，尽管个案管理对分散化的服务发送系统具有积极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在

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更高层次上行政结构整合程度与资源的可用性程度，它有赖于个案管理与

制度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Moore, 1992）。  

（二） 个案管理技术与制度环境的互构 

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个案管理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个案管理与西方多元福利背景下的制

度环境是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福利转型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是个案管

理兴起和发展的驱动力，并随着制度的变革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个案管理的形态和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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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l, 2001），而个案管理在实践过程中则促进了不同服务组织在福利资源配置上的进一步

整合，可以满足福利参与者对服务成本、效率及效果的多重要求。此外，社会工作、护理等

学科的发展也为个案管理实践提供了专业化的发展基础和规范指导。这种服务实践与制度环

境之间的相互配合是个案管理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总的来说，个案管理已经嵌入在西

方许多国家社会服务体系中，成为其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如果我们把个案管理视为一种特

定的社会服务技术的话，那么可以说它既具有比较客观化和标准化的技术特点，又在其具体

的服务实践过程不断地被制度环境所建构，这是技术作为社会构成产物的特性。 

在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我们常常面临着来自西方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如何运用到解决中

国本土的社会问题的讨论，而很多观点隐含着社会服务技术的同质性、不变性或客观性的假

设，没有看到技术与其应用环境之间的社会建构关系。从技术研究的发展来看，传统的观点

将技术的设计阶段与运用阶段看作是时间和空间上的割裂，技术一旦被产生就成为一种客观

于人类认知的力量。但后来的许多研究指出，这种观点忽略了技术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关

系。如奥林科夫斯基指出，技术乃是由社会环境中的行动者所设计和构造，从技术的构造到

运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包含了双重的制度和行动、技术物质性和社会性结构之间的相互作

用，技术也因此具有开放性和可变性的特点，是社会构成性的（Orlikowski, 1992）。对于个

案管理等社会服务技术来说，它们尤其体现了这种社会构成特性。社会服务技术不仅基于科

学的知识体系，也基于经验、伦理及信仰系统（Hasenfeld, 1983）。社会服务技术在应用过

程中常常面临着诸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受到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制度情境以及服务工作

者的自由裁量权等的深刻影响。对于在中国社会服务发送体系中引入个案管理，研究者和实

践者都应当重视服务技术的这种社会构成特点。个案管理的实践受到特定制度、组织环境以

及行动者选择的型塑，但它也在应用的过程中持续地建构及重构着与其相关联的社会服务体

系，技术和社会结构的这种“互构”的效应在许多研究中得到验证，并日益受到社会工作研

究者的重视（Barley, 1986; 王思斌, 2008; 邱泽奇, 2005）。“互构”是一个动态和连续的过程，

它可以是有意识的行动选择，产生预期的结果，又可能正好相反；互构也是多层面的，既表

现在社会服务方法在互构中的改变与革新，也表现在与具体方法相关联的组织和制度安排的

革新。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互构”效应需要我们详细了解专业知识和本土制度环境的各自特

点，并在实践过程不断地反思两者之间可能产生契合或冲突的方面。比如计划体制所延续的

服务整合或管理的实践哪些是有效的，哪些又是不符合社会发展、不能满足人们的多元化服

务需求、又或者是无效率的；来自西方的个案管理方法或机制在哪些方面可以补充或替代传

统的服务发送方式，哪些方面又是需要改造或舍弃的，以及对制度和组织结构有什么样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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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等等。个案管理实践即处于两者之间这种持续性的“互构”过程中，其效用的发挥有赖于

“互构”的特征、方向和结果。 

 

五、 结语 

本文简要回顾了个案管理发展的历史背景、多元面向以及与中国社会福利体系之间的关

系。最后，对于个案管理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来说，来自于政策层面和专业层面的支持也十

分重要，其中既包括正式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安排，也包括专业化的规范性支持。 

在西方许多国家中，个案管理通过法律和社会政策被规定为社会服务发送的核心机制，

这是个案管理在政策层面的制度设计。不过，个案管理的制度化过程并非是短期形成的，不

同的政策和服务项目对个案管理的采纳乃是一个渐进的扩散过程。同样，个案管理在中国的

发展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由于政府仍然在社会服务发送中占据主导地位，个案管理的应

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在社会政策制定及实施中对个案管理的认知和采纳的方式。除了

政策制定的支持外，组织间网络的合作与开放性对个案管理的实践运行也十分重要。在具体

的服务发送过程中，个案管理工作者常常需要处理不同组织之间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Weil, 

1985）。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个案管理项目或工作者的权威与参与个案管理的各个组织本身

的自治性之间的冲突（Weil, 1985）。目前中国社会管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的问题依然比

较严重，不同的社会服务领域归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如劳动、卫生、民政以及工会、妇联、

残联等，部门利益关系对社会服务资源的整合形成较大的阻碍。由于个案管理实践需要跨越

组织的边界，动员、协调或干预到各个组织的资源运用方式以满足案主的需要，它可能影响

到组织本身的自主性及控制权力。尽管个案管理的实践与组织网络之间的结构关系是一个相

互作用的过程，但更高层次上的行政结构整合是个案管理的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

（Agranoff & Pattakos, 1979; Moore, 1992）。 

个案管理的第二个制度性支持来自于专业的规范力量。个案管理日益发展成为多学科和

多专业的介入领域，但不可否认，社会工作仍然是其发展的重要专业基础。对于从事个案管

理的大部分工作者来说，从接案到结案、从宏观政策到微观的案主需要等的每一个环节都需

要比较专门化的知识和训练，社会政策、社会行政、社区工作、小组和个案工作等社会工作

专业课程构成个案管理的专业知识基础。此外，社会工作者还需要学习有关于具体服务领域

和服务对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致力于发展有利于个案管理实践的专业准则，促进相关实习

的督导和评估。个案管理的专业化要抛弃宏观和微观的传统社会工作方法论对立，致力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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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整合性的社会工作模式。总之，个案管理的应用和发展是在特定制度和专业环境下的不断

实践、学习及反思的过程，而我们显然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来发现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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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Management: The Way of Integrating and Delivering Servic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Mixed Welfare System 

DENG, Suo 

Abstract: As one of core technologies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 case 

management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and applied in most of social service fields and 

human service organizations in Western countri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ase management as well as its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 practicing,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welfare 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last three decades in 

the West. The importation of case management into China’s particular social context 

is discussed through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mutual-construction between human 

service technologie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article 

by briefly discussing the potential policy and professional support of case 

management in China.   

Key words: case management   mixed welfare system   human service 

technology   

 


